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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 
——新时期之初伤痕小说的历史叙述模式分析 

宋文坛，吴晓雪 

（渤海大学 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摘  要]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小说面临如何叙述当代历史的问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伤痕

小说采用了一系列的叙述模式表现其历史立场：以“忠奸对立”方式将文革历史“空白化”，以时

间切分方法表达“回归十七年”的历史立场，以“忠诚”叙述表现对革命“原点”的回归，等等。

这些历史叙述模式体现出鲜明的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使伤痕小说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

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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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之初（19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是一

个颇为尴尬的历史时期：“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

放刚刚起步，旧时代的伤痕还未痊愈而新时期的规

划与蓝图还未及充分展开。在这样一个“将生未死”

的特殊历史阶段，文学还无法编织诱人的理想远景，

如何叙述当代历史尤其是不堪回首的“文革”历史

却是无法回避的严峻话题。此时诞生的“伤痕文学”

面临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说出真相、反思历史

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意识形态规范的压力。显然，

后者是更为强大的。虽然“文革”历史已经被彻底

否定，但当代的革命历史却不容置疑，这是意识形

态的要求，也是当代历史叙述的“底线”。因此，如

何在小说叙述中进行有限度的“历史否定”同时对

革命历史和意识形态进行“继承”就成为意识形态

压力下文学叙述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到，伤痕

小说的历史叙述正是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形象化的

诠释和解答，从而，文学的历史叙述也便成为意识

形态化的历史书写。 

一、“忠奸对立”：文革历史的“空白化” 

在大量表现历史伤痕的作品中，“忠奸对立”模

式几乎成为小说叙述的固定套路，在忠奸两派的对

立叙述中，忠义之士往往受到奸佞小人的迫害，而

在抗争之后，却无不取得最后的胜利，奸佞小人则

无一逃离历史的惩罚。我们看到，许多伤痕小说正

是这一“规范”的典范执行者。《神圣的使命》、《小

镇上的将军》、《剪辑错了的故事》、《蓝蓝的木兰溪》、

《罗浮山血泪祭》、《芙蓉镇》、《天云山传奇》、《许

茂和他的儿女们》等等一大批经典作品，都惯于在

伦理化的叙述中塑造“封建群小”形象，在“坏人

猖狂，好人遭殃”的模式里控诉“文革”；同时，又

以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拯救历史，其叙述思路

显然在“忠奸对立”的二元模式中盘旋。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具体作品。以《芙蓉镇》为

例，小说除了表现胡玉音等主人公的“苦难”遭遇

之外，还着力塑造了李国香、王秋赦等“群小”形

象。在作家笔下，这两个反面人物的形象基本上可

以用“道德败坏”四个字加以概括。贪图享乐，奸

淫成性、陷害他人、不择手段、自私冷酷、唯利是

图、媚上欺下……几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人性丑

恶的特征都在这两个人身上体现了出来。显然，作

者在竭尽全力地塑造道德上彻底败坏，人性上彻底

堕落，政治上彻底流氓化的人物形象，他们集中了

多重丑恶性格，成为“伤痕”小说中“奸邪”形象

的典型。于是，主人公的苦难根源，乃至芙蓉镇苦

难的所有根源，都指向了这两个人，指向了这两个

人的道德沦丧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成为解释那

一段灾难历史的唯一答案。与这部作品相似的是，

许多“伤痕”小说也都致力于塑造这样的奸佞之徒

的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积聚着几乎可以想象得

到的人性的所有丑恶：嫉妒、权欲熏心（如《天云

山传奇》中的吴遥）；好色（如《将军吟》中的江醉

章）；贪婪（如《三生石》中的施庆平）；凶残（如

《罗浮山血泪祭》中的刘永泰、《神圣的使命》中的

徐润成）；背叛（如《将军吟》中的邬中）等等。政

治阴谋家与道德败坏者的身份重合往往是这一类小

说反面人物塑造的常规写法。 
这样的写法包含着重要的意义指向，那就是将

“文革”“空白化”。在“新时期”之初对“文革”

性质的争论中，一直存在着两种矛盾的观点，其一

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它倾向于反思“文革”历史与

当代中国历史整体之间的联系，揭示历史的连续性，

对“文革”历史罪因的思考，既从政治的层面，又

从文化与人性的层面深入挖掘，从而暴露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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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灾难的历史必然性。这一思考方向的特点是

将“文革”“连续化”、“逻辑化”。另一种观点是主

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在它的叙述中，“文革”是一场

“内乱”，是“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

团利用”的一次历史的失误。而那一小撮政治小丑，

是历史浩劫的肇事者，他们被指控为是品行卑劣、

道德败坏、无恶不作、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人，因此

应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种简单化的道德控诉

使“文革”的复杂历史成因被简化成了个人道德问

题，这一结论有效地将“文革”历史“空白化”了，

这段历史不再成为可追究探讨的、在连续的历史实

践中显示出复杂因果关系与逻辑意义的历史，而成

为时间链条中的一段无意义的偏离，一段虽则痛苦

却似乎与此前此后历史毫无瓜葛的，可以轻易告别、

盖棺论定的时间。在“文革”与“十七年”和“新

时期”的历史关系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都倾向于

以“断裂”的方式加以叙述，从而，“文革”就成为

尴尬的前后不着的一段空白，脱出历史的链条，沉

落在历史的故纸堆里。无论是回望历史还是放眼未

来，沉重的历史问题似乎都在浅薄的道德义愤和悲

喜中化解掉，这单纯得令人惊讶的历史叙述逻辑不

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新时期以来，许多论者都对

伤痕小说的“忠奸对立”模式予以批评，认为这是

新时期现实主义创作不能摆脱“十七年”文学公式

化倾向的证据。实际上，这一看似文艺领域内的问

题却体现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要求，它

并不单纯是文艺理论问题。 

二、时间切分：“回归十七年”的历史逻辑 

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叙述存在着一个如

何保持历史“连续性”叙述的问题。在否定“文革”

之后，主流历史叙述还要捍卫、肯定革命的神圣性

和合法性，还必须延续“十七年”以来已成定论的

经典历史叙述，保持其连续性。如果不能明确这一

根本性质问题，就不能明确历史的继承性和合法性，

历史叙述的“断裂”将以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为代价。

这样的历史认知体现在有关新时期的文学性质认定

上，“新时期”被定位在“回归十七年”的历史关系

中，“新时期文学”则是重新开始的一段“新社会主

义文学”，于是，“回归十七年”便成为新时期历史

叙述和文学叙述的另一个逻辑。 

邓小平在《祝辞》中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

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

成绩是显著的。”
[1]
这一“定性”的提法，表明了“主

流”的立场，那就是不能因为否定“文革”而否定

整个革命文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正”就在

“十七年”文学之中。因此，邓小平对新时期文学

创作所提出的要求，基本上是对“十七年”文艺的

重申。我们所熟悉的“描写新人形象”，“反映时代

本质，历史发展”，“反映中外，借鉴古今”，“百花

齐放”等等“十七年”文艺的纲领性原则，都在《祝

辞》中出现。在其后周扬的报告中，这一重申更进

一步具体化了。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革命现实主

义”手法，反映时代“精神本质”的创作理念，“塑

造革命典型”的主题要求，坚持毛泽东文艺路线的

原则立场等等“十七年”文艺的基本主张，被周扬

详加阐发，并被确定为新时期应继承的历史遗产
[2]
。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这些叙述表明了这样的历史姿

态：在新时期与“文革”、“十七年”与“文革”关

系上，强调其断裂性；而在新时期与“十七年”的

关系上，强调其连续性，这样的用意很明显：新时

期是对“十七年”的回归与重建。 

“回归十七年”的历史叙述法则，在新时期之

初的伤痕作品中多表现为“时间切分”的叙述方式。

“时间切分”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今

昔对比”的时间切分方式。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伤

痕”小说中对 50 年代甚至对 60 年代初的社会描写

都有一种美化的倾向：那是合作化热火朝天的时光

（《许茂和他的儿女们》）；那是田园牧歌的年代（《芙

蓉镇》）；那也是青春飞扬的时代（《布礼》）；和经济

起飞、社会和谐、年轻人抱负得以舒展的时期（《天

云山传奇》）。而与之对比，“文革”时代就显现出荒

谬和不合理来。在《许茂和他的儿女们》中，小说

以许茂老汉的眼光表达了对“合作化”与“文革”

两个不同时期的对比。在许茂看来，“文革”是一次

巨大的破坏，而“合作化”时人们积极投入社会主

义建设才是让人顺心顺气的。“过去”是美好的，“现

在”则是令人气馁的，甚至老汉本人的性格都有明

显的不同：“合作化”时他积极肯干，大公无私；而

如今，为生计奔波，不得不自私、算计起来。许茂

对过去的深情回忆蕴含着厚古薄今的意味。“十七

年”，“解放初”，因为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而成

为一段辉煌的记忆和黄金年代，而“文革”现实在

对比之下就立刻显现出其不可理解和“偏离”性来。 

“时间切分”法的第二种方式，是小说的叙述

者总是不会忘记给读者提供一个当下时间内的“幸

福场景”以此体现与“文革”时代的截然不同并平

衡小说中过于沉重的历史叙述。当下的场景可能是

浩劫后的重逢（《天云山传奇》），也可能是与奸邪力

量斗争的胜利（《神圣的使命》），更多的则是幸福生

活的重新开始（《伤痕》、《芙蓉镇》、《小镇上的将

军》）；不论怎样，这些“重见光明”的幸福生活场

景都预示着一段荒诞历史的结束和历史对原初“正

确路线”的回归。 

“时间切分”的时间修辞是有益的。首先，它

以“光明”的方式有效平衡、冲淡了文革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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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苦难色调和悲剧色彩，暗示着“历史正义”的

最终胜出，从而巩固了本已动摇的历史信念。其次，

它将时间的整体切分成三个段落：十七年或建国初

的美好——历史的徘徊与“偏离”——历史的“回

归”。在一头一尾，小说明显暗示了历史的连续和呼

应关系，这是革命理想的呼应，是牢不可破的革命

历史的连续。伤痕小说的这一时间修辞正是对主流

意识形态“回归十七年”策略的呼应和最好的文学

表达。 

三、“忠诚”叙述：革命“原点”的回归 

伤痕小说中有着大量“表忠心”的描写，它往

往与小说中对混乱政治时局的描写和伤痛书写形成

对比、平衡关系。如果说“文革”的动乱和大量灭

绝人性的残酷事实构成“变”的因素的话，那么“忠

诚”叙述就构成历史中“不变”的因素。它昭示着

这样的叙述动机和目的：尽管党、国家和民族遭受

了最不堪忍受的劫难，曾经一度陷入混乱无序之中，

但坚定的忠诚信念是抗衡以至反拨这一劫难与混乱

的核心力量。对党与国家的忠诚将最终完成拨乱反

正、解民于倒悬的历史使命。 

在具体创作中，“忠诚”叙述的主体既包括受迫

害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也包括广大农民。可以

说，“忠诚”成为最广大群体的共同心声。《灵与肉》

中，许灵钧甘愿放弃去国外继承丰厚遗产的机会，

回到他梦寐不忘的西北草原，因为他知道，那里，

有他的“根”，在他的理解中，“只有依恋自己的根

才是爱国。”在《神圣的使命》中，王公伯追求的是

“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为此，他甘愿赴汤蹈火，

献出生命。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忠诚伦理”

以李铜钟这个道德人格化的正面人物形象表现出

来。在“大跃进”中，无论“浮夸风”如何盛行，

李铜钟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当春荒蔓延，村

民们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他又能挺身而出，不惜

冒着犯死罪的风险，开仓放粮，救民于水火。在《剪

辑错了的故事》中，小说通过对“寻找甘书记”一

节想象化的描写，表达了“人民忠诚于革命，人民

寻找真正的革命者”这一主题。在“反侵略战争”

这一幻想性情节中，老寿出发去寻找真正的老甘，

希望他能回到人民群众中来，领导人民取得战争的

胜利。这一情节与其说表达了人民对党恢复群众路

线的渴盼，不如说是曲折表露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忠

诚信仰：即使党曾经有过历史失误，人民也仍然与

她站在一起。这样，“寻找”就转变为类似母亲对儿

子的亲情的召唤，“人民”与“党”之间相互忠诚的

复合关系在此又一次得到表达。 
在“伤痕、反思”小说的“忠诚”叙述中，主

人公或是被奸人构陷获罪；或是受到政治风云突变

的影响，而使自己的抱负不得舒展、事业横遭打击、

人身受到伤害；或是家庭离散，亲情、爱情遭遇毁

灭。但是主人公无不奋起抗争，或坚持真理与理想，

与邪恶势力不惜殊死相拼；或坚信历史的正义必然

能够实现，寄望于“党”与“人民”。小说往往以主

人公的壮烈牺牲为结局，从而将“忠诚”叙述推向

悲剧的高潮。如在《大墙下的红玉兰》中，葛翎为

了表达对周总理逝世的哀思，不顾自己身陷牢狱的

困境，冒着生命危险去采摘白玉兰花，结果惨死在

“四人帮”爪牙的枪下；《神圣的使命》中王公伯为

揭露“四人帮”一伙所制造的冤案，殚精竭虑，上

下奔走，最后同样在与“四人帮”爪牙的对抗中牺

牲。“牺牲”成为确证主人公信仰程度的试金石，悲

剧因信仰与忠诚笼罩而具有神圣的壮丽色彩。 
如果把前面论述过的“时间叙事”与“忠诚主

题”结合起来，我们会更加清晰地发现小说历史叙

述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可表述为：历史对某一个

“原点”的建立与回归。这个“原点”在小说叙述

中被表述为或是党群之间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或

是“十七年”正确的政治路线，或是共产党“一切

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总之，

它是曾经存在的正确的意识形态。然而，历史的运

行发生了偏差，从“大跃进”到“文革”，历史运行

似乎越来越远离这个正确的“原点”，走过一段混乱

而无意义的“空白”时间，而直到“新时期”，当历

史重回“原点”，“拨乱反正”之后，时间的裸露之

点与断续之处才接上，从而历史的运行才又被重赋

意义。在那段“空白”的历史中，奸佞小人曾经猖

狂一时，然而，依靠着对历史真理的忠诚，“人民”

还是将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实现了“拨乱

反正”。可以这样说，时间的切分性叙述最终的目的，

还是指向“忠诚伦理”的表白，指向政治意识形态

的回归。 
综上所述，伤痕小说的历史叙述总是在暴露之

中又有遮蔽和掩饰，这使它的历史叙述体现出鲜明

的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正是这样，伤痕小

说的历史书写实际上为推诿历史责任、遮蔽历史反

思提供了某种便利。孟悦曾尖锐地批评道：“叙事使

‘过去’变得可以忍受的东西有：正义与非正义的

清晰分野，遭到冤屈的好人及其同情者，逆境和高

压毁灭不了的信念和理想，以及应当为恶行承担责

任的坏人形象（很难想象，倘若这些因素真的在现

实中占有小说给定的结构性位置，那么这场群众性

的‘文化革命’怎么会‘进行到底’。”
[2]
伤痕小说的

历史书写特征是新时期之初特定意识形态历史要求

的反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文学与政治、与

意识形态交错纠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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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but not belong to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Shi Zhe-cun's creation 

LU Yi-xia 
( Literature Departmen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0 ) 

Abstract: Look back at the past years and dive into the history of Songjiang, to dive into the secret kingdom, 
explore historical figures, focus on urban disease and depict  spiritual ecology, Shi Zhe-cun committed to explore 
the essence of human life forms, and lead us to probe deeply into its soul. Under the combined casting of urban and 
rural,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ety, he is like a plant with strong root system, 
develops——stand in the village and urban edge to overlook the scenery on both sides, wandering 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space-time to absorb two nutrition, jumping out of the left and right side to listen to the message of 
both sides. Enter In Shi Zhe-cun's literature world, we will find that, he shuttled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with the branches and leaves of literature so bright and fresh. 
Key words: urban and rural;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left and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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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izat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mode on scar novel in new age 

SONG Wen-tan, WU Xiao-xu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00, China) 

Abstract: Scar Novel in the early new age confronted the problem of how to narrate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instream ideology, Scar Novel adopts a series of narrative modes to show its standpoint 
of history: blanking culture revolution history by “Faithful vs. evil” approach, displaying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y – 
“Return for 17 years” by time segment, and expressing revolution’s back to origin by loyalty, etc. Since that 
historical narrative mode is distinctively subject to the ideology characteristics, Scar Novel turns to be 
ideologicalization of historical writing. 
Key words: historical writing; Scar Novel; ideology 


